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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者还是领导者：绿色品牌不同英雄形象影响
消费者品牌拥护的双重路径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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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塑造英雄形象是绿色品牌承担环保责任、获取外界认可的重要方式，守护者和领

导者两类英雄形象中哪一种更能唤起消费者对绿色品牌的拥护？消费者对于不同绿色品牌英

雄形象的感知又有何差异？对此，本研究通过四项情境实验和两项自然场景准实验探讨了守护

者和领导者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影响消费者绿色品牌拥护的双重机制和作用边界。研究发现，品

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在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影响绿色品牌拥护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

与领导者英雄形象相比，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会提高消费者的品牌钦佩感；而与守护者

英雄形象相比，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会提高消费者的道德需要满足感。此外，研究进一

步探究了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和绿色品牌典型性的调节作用。研究丰富了品牌英雄形象的理

论发现，为绿色品牌的英雄形象塑造提供了重要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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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全球生态危机的加剧使环保责任履行成为品牌竞争的关键维度（Olsen等，2014）。绿色品

牌作为环保责任的重要承担者，不仅需要通过技术创新实现减排目标，更需要通过品牌形象塑

造建立社会认同（龚思羽等，2022；Plotkina等，2025）。然而，2025年爱德曼信任晴雨表全球报告

显示，38%的消费者对商业品牌持不信任态度，其中“应对气候变化”被消费者评价为企业社会

责任实践中表现最薄弱的环节①。这一矛盾凸显了绿色品牌在环保价值传递上的困境：如何通

过形象塑造突破信任壁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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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数据来源：2025 Edelman Trust Barometer Global Report，https://www.edelman.com/trust/2025/trust-barome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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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英雄形象叙事因其强大的情感共鸣力，成为绿色品牌传递环保价值的重要策略

（Franco等，2011；Jin等，2024）。在英雄主义框架中，守护者与领导者是两种典型的英雄形象

（Frisk，2019）。守护者强调“个人为战”，孤身一人站在黑暗势力的对立面，其英雄行为表现为英

雄个人的努力；领导者强调“群体共战”，通过教育和引导群众共同解决问题，其英雄行为表现

为英雄带领下的群体努力。现实中，一些绿色品牌战略性地塑造不同的英雄形象，使自身的绿

色品牌故事更加生动和有说服力。比如，新能源汽车品牌特斯拉致力于“可持续的明天触手可

及”，得益于自身绿色技术的跨越式突破，仅在2023年一年就创造了超2 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的减排成就，约合燃油车行驶510亿英里的碳排放量①。特斯拉通过技术改善减少碳排放，是一

种典型的守护者英雄形象。而时尚环保品牌Timberland提出了“Nature Needs Heroes”的口号，

带领由消费者、意见领袖等组成的公益环保团队连续20多年开展科尔沁植树项目，并发布了

“2025年之前全球植树5 000万棵”的绿色承诺②。Timberland在绿色行动中持续发动社区、团体

的力量，则是一种典型的领导者英雄形象。那么，面对这两种英雄形象，消费者是否会产生不同

的心理感知进而影响对品牌的拥护呢？

尽管品牌与“英雄”相结合的议题逐渐受到学界关注，但相关研究仍较为缺乏。一方面，已

有研究或从消费行为角度探讨消费者的英雄身份构建（Holt和Thompson，2004；Hollenbeck和
Patrick，2016），或从品牌文化角度分析品牌的英雄特质（Masters和Mishra，2019）和英雄原型

（Merlo等，2023；Cooper等，2023），缺乏对品牌英雄形象类型（守护者vs.领导者）及其差异化影

响的探讨。另一方面，绿色营销领域关于品牌英雄形象的研究则更为有限，而且未深入分析塑

造不同的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如何通过心理机制影响消费者响应，亦未明确其适用边界。根据认

知评价理论，个体在对外界刺激信息进行评价时会产生特定的情绪并影响行为倾向（Lazarus，
1966；Watson和Spence，2007）。消费者在面对不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时，会对自身及品牌的角

色与价值进行认知评估，从而产生不同的情绪感知，这最终会影响他们对绿色品牌的拥护。此

外，认知评价的过程还受到主客观因素的影响，因此，消费者的个体特质和绿色品牌的不同属

性也将影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作用效果。

本研究基于四项情境实验和两项自然场景准实验来检验上述推断。实验数据表明：（1）绿
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通过激发消费者的品牌钦佩感、领导者英雄形象通过提高消费者的

道德需要满足感，来提升消费者的绿色品牌拥护；（2）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稀缺vs.余闲）和绿

色品牌典型性（典型vs.非典型）分别调节上述路径，当消费者可用资源稀缺（余闲）或针对典型

（非典型）的绿色品牌时，塑造守护者（领导者）英雄形象更能提升绿色品牌拥护。本研究基于绿

色品牌，补充了品牌英雄形象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机制和作用边界的理论见解，为绿色品牌塑

造有效的英雄形象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二、  文献综述与假设推导

 （一）英雄品牌与绿色品牌英雄形象

如今，越来越多的品牌开始崇尚英雄特质，纷纷塑造英雄形象（Cooper等，2023）。这类品牌

不仅提供产品或服务，还通过其行动和价值观成为消费者生活中的英雄，帮助他们克服挑战、

实现目标或改善生活（Keller，2003；Cooper等，2023）。关于什么是英雄，学者们普遍将英雄定义

为那些不顾个人安危、以亲社会的方式开展行动并使一人或多人（特别是有需要的人）受益的

个体（Franco等，2011；Rusch，2022；Jin等，2024）。基于英雄的核心内涵，品牌的英雄化塑造需遵

 ①数据来源：特斯拉《2023年影响力报告》，https://www.tesla.cn/impact。
 ②数据来源：Timberland中国官方网站，https://www.timberla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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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何种逻辑与标准？坎贝尔的英雄之旅理论（The Hero’s Journey）为该问题的解答提供了经典

理论框架。该理论将个体英雄的塑造历程凝练为启程—启蒙—回归三大阶段，各阶段分别对应

遇险、斗争、救世的核心要义，构成了英雄从“直面困境”到“解决危机”再到“创造价值”的完整

逻辑（Campbell，1949）。因此，将品牌人格化为英雄主体时，其塑造逻辑也需遵循这一完整历

程。本研究结合英雄的学术定义与英雄之旅理论的核心逻辑，将英雄品牌的判定标准拆解为三

个方面：一是应对严重问题，且在该问题中弱者正面临威胁或不公；二是为解决该问题付出巨

大努力，保护弱者免受威胁或不公的侵害；三是产生广泛社会积极影响，且将他人需求置于品

牌自我得失之上。综合上述英雄的定义、塑造逻辑以及英雄品牌的判定条件，本研究将英雄品

牌界定为：以超越商业利益的英雄式行动塑造品牌形象，无私解决消费者与社会面临的威胁或

不公、主动保护弱势群体利益，且最终产生显著社会成效的品牌。

相较于其他品牌，绿色品牌作为一种追求高度环境责任感的品牌类型（龚思羽等，2022），
具有塑造英雄形象的天然优势和内在动机。首先，生态环境危机已成为全球共识，其引发的环

境公平和正义问题也日益严峻（Liang等，2025），即绿色品牌面临的问题足够严重；其次，绿色

品牌需要在环保议题上展现出远超普通品牌的责任担当以回应公众期待，塑造英雄形象对其

而言意味着更高的关注度和更大的影响力（Majeed等，2023）。因此，英雄式绿色品牌的环保行

动需比普通绿色品牌惠及更广泛的受众、取得更显著的成效。

绿色品牌的英雄形象可以划分为两种：守护者英雄形象和领导者英雄形象。这种划分在商

学领域同样得到了理论支持，其本质在于环保价值的创造方式。商业活动中价值的创造方式主

要分为“价值提供”和“价值共创”两类（吴瑶等，2017），其中，价值提供是以品牌单向供给为主

的价值创造方式（Vargo和Lusch，2004），与守护者英雄侧重“个人为战”的英雄行为相契合；而

价值共创则是品牌与消费者在直接交互中的联合行动（Grönroos，2012），与领导者英雄侧重

“群体共战”的英雄行为相契合。据此，我们将绿色品牌的两种英雄形象界定为：绿色品牌的守

护者英雄形象指品牌通过自身的努力改善环境问题，为社会和消费者谋求环境正义，在环保责

任承担上体现为品牌的单方行为；而领导者英雄形象指品牌带领消费者一起应对环境困境，其

环保责任承担体现为品牌与消费者的共同行动，属于群体行为。

目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塑造仍缺乏系统理论指导，两类英雄形象对消费者响应的影响差

异及边界条件亟待探究。

 （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消费者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

认知评价理论认为，外界刺激是个体情绪产生的基础，情绪的评估最终影响个体行为倾向

（Lazarus，1966；Watson和Spence，2007），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作为外部刺激信息，可直接触发

消费者的情绪感知。因此，绿色品牌的英雄形象不同，所引发的消费者情绪也不尽相同。

一方面，钦佩感是个体通过向上比较而对某些相对优越性的认同和赞赏（Onu等，2016；刘
伟等，2018），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可能比领导者英雄形象更易提高消费者的品牌钦佩

感。由于在品牌评价中，消费者认为某个品牌的能力感和温情感都较高时才会对该品牌产生钦

佩情绪（Fiske等，2002；Aaker等，2012），因此以下从这两个维度展开分析：首先，在能力感知方

面，守护者英雄形象强调品牌通过独立行动应对环境问题，消费者更容易将环保成果归因于品

牌自身的能力与资源。相比之下，领导者英雄形象突出品牌与消费者共同参与，环保责任的分

散可能削弱消费者对品牌能力的突出评价。尽管领导行为本身也需要组织与动员能力，但在责

任归属上，消费者更易将成果视为集体努力的结果（李超平等，2026）。其次，在温情感知方面，

守护者英雄形象通过品牌单向的环保投入传递出显著的利他动机，有助于消费者感知其社会

关怀与真诚善意。而领导者英雄形象虽同样具有利他属性，但由于消费者自身也参与其中，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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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焦点次序可能引发“自我贡献更突出”的认知偏差（Simpson等，2020）。即消费者首先关注

自身的付出，从而相对淡化对品牌温情动机的识别与评价。

另一方面，道德需要满足感是个体除自主、胜任和关系需要以外的第四种基本心理需

要——道德需要——的满足程度（Prentice等，2019），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可能比守护

者英雄形象更易提高消费者的道德需要满足感。个体需要相信自己是好人（Steele，1988），为了

满足自我的道德需要，个体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Martela和Ryan，2016），如支持品牌的

绿色行动。领导者英雄形象通过倡导“共同行动”，将消费者置于潜在的或象征性的参与者位

置。这种形象设计促使消费者在认知上将自己评估为环保事业的贡献方，而非单纯的旁观者或

受益者，从而更易激发其对自身“道德性”的积极评价，满足其道德需要。相比之下，守护者英雄

形象塑造了品牌独立承担、消费者被动接收的叙事关系，在该认知框架下，消费者更容易将自

身评估为环保成果的接受者，其自我概念中缺乏主动、有意义的道德参与空间。这种角色认知

难以让个体肯定自身道德价值，甚至可能因“无功受禄”产生轻微道德愧疚感，从而难以提升道

德需要满足感。

根据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1：不同的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消费者感知具有不同的影响。

H1a：相比于领导者英雄形象，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更能激发消费者的品牌钦佩感。

H1b：相比于守护者英雄形象，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更能激发消费者的道德需要满

足感。

此外，基于认知评价理论，消费者对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认知评价将进一步影响其行为倾

向。由于个体普遍对英雄怀有拥护意愿（Frisk，2019），而消费者往往将品牌视为人格化的对

象，因此他们对具有英雄形象的绿色品牌也易展现出品牌拥护。品牌拥护是一种积极、稳定的

消费者—品牌关系，包括购买意愿（Stokburger-Sauer等，2012）、口碑评价（Wallace等，2012）、危
机维护（Park和Maclnnis，2006）以及愿意花费成本推广品牌（Bhattacharya和Sen，2003）等具体

行为。钦佩感作为一种强烈的心理诱因，能够促使消费者对绿色品牌产生情感共鸣、提升品牌

评价，进而形成品牌拥护（Zhang和Guo，2023；Ahmad等，2023）。而提高道德需要满足程度则强

化了消费者的自我认同，使其获得道德层面的优越感，进而形成积极的品牌态度，最终提高绿

色品牌拥护（Prentice等，2019）。据此提出如下假设：

H2：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对消费者绿色品牌拥护具有正向影响，品牌钦佩感在其

中发挥中介作用。

H3：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对消费者绿色品牌拥护具有正向影响，道德需要满足感

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

 （三）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的调节作用

现有关于英雄品牌的研究多聚焦普适性的主效应，尚未区分不同英雄形象的适用人群边

界；绿色营销领域虽证实个体的可用资源感知是其绿色参与的关键约束变量（孙瑾和陈晨，

2023），却未结合品牌的英雄叙事逻辑展开探讨。同时，认知评价理论指出认知主体的个体特质

会显著影响外部刺激的认知加工效果（Watson和Spence，2007；Wang等，2023），而对于消费者

而言，两类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核心差异之一，在于消费者是否需要额外投入资源参与环保行

动。因此，本研究引入个体层面的可用资源感知，探讨其对主效应的边界影响。

可用资源感知描述了个体对可供自身使用的资源的评估（孙瑾和陈晨，2023）。关于个体可

用资源感知状态的划分，学者们普遍采取了稀缺—余闲的二元分类（Zhu和Ratner，2015；
Huijsmans等，2019；孙瑾和陈晨，2023）。研究表明，消费者的心理和行为受可用资源感知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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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Mani等，2013；Shah等，2015）。相较于资源余闲状态，感知资源稀缺的消费者决策更谨

慎（Huijsmans等，2019），更关注品牌利己信息（孙瑾和陈晨，2023），也更易选择最喜欢的产品

（Zhu和Ratner，2015）。那么不同的可用资源感知状态如何影响消费者对绿色品牌不同英雄形

象的响应呢？

感知资源稀缺的消费者追求有限资源下的需求满足（Roux等，2015），因此更关注可直接

满足需求、无需额外投入过多资源的选项（Levontin等，2015）。守护者英雄形象的绿色品牌通

过自身努力改善环境问题，意味着消费者无需耗费过多时间、金钱和精力，即可享受环保福利；

相比之下，领导者英雄形象要求消费者投入资源参与共同行动，对于资源稀缺的消费者而言，

无疑增加了他们的负担。此外，资源稀缺的个体在决策时会更谨慎地考虑心理成本（Huijsmans
等，2019），且更偏好即时满足（Carvalho等，2016）；参与品牌的共同环保行动可能会带来不确

定性和压力，因为他们担心无法投入足够的资源而导致行动失败。而守护者英雄形象的品牌单

方行为则使消费者规避了这种心理压力，且品牌展现出的环保成就也契合其即时满足需求。

个体的可用资源越丰富，需求层次就越高，且个体对满足较高层次需求的追求往往建立在

较低层次需求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Maslow，1943）。因此，当个体感知可用资源余闲时，其基

本需求相对得到满足，有更多的资源去追求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首先，可用资源感知余闲的

消费者更注重社交需求（李路路和范文，2016）。与守护者英雄形象相比，领导者英雄形象的绿

色品牌行动往往涉及群体合作，消费者可以在环保过程中与他人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这种合

作和社交体验对资源余闲的个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其次，可用资源感知余闲的消费者更注重

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Cannon等，2019）。领导者英雄形象的绿色品牌提供了消费者亲自参与

环保行动的机会，为其发挥个人价值创造了空间。而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对消费者而言

是一种被动的保护，可能会让他们觉得自己的作用未得到充分发挥，从而缺乏自我成就感。

综上所述，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强调品牌通过自身努力为消费者提供环保福祉，与

可用资源感知稀缺的消费者追求有限资源下的需求满足和即时满足相契合，同时有利于提高

消费者对品牌的钦佩感；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侧重与消费者通过共同努力开展环保行

动，与可用资源感知余闲的消费者追求社交和自我实现等更高层次需求的满足相契合，而消费

者亲自的环保行为提高了他们的道德需要满足感。英雄形象与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的适配性，

可通过影响品牌钦佩感或道德需要满足感，有效提升消费者的绿色品牌拥护。据此，本研究提

出如下假设：

H4：消费者的可用资源感知调节绿色品牌不同英雄形象对消费者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

H4a：对可用资源感知稀缺的消费者而言，相比于领导者英雄形象，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

雄形象更能激发他们的品牌钦佩感，从而导致其产生更高的绿色品牌拥护。

H4b：对可用资源感知余闲的消费者而言，相比于守护者英雄形象，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

雄形象更能激发他们的道德需要满足感，从而导致其产生更高的绿色品牌拥护。

 （四）绿色品牌典型性的调节作用

根据认知评价理论，除了认知主体的影响，客体特征也决定了外部刺激的认知匹配度与说

服力（Watson和Spence，2007；Wang等，2023），这意味着绿色品牌塑造不同的英雄形象应充分

考虑品牌自身的特点。比如，若一个英雄本身就给人以能够独立解决问题的印象，那么他更适

合充当守护者；而若一个英雄初始能力较弱，需要通过团队协作以弥补不足，则他更适合作为

领导者。这种对英雄初始印象与能力的认知，映射到绿色品牌上即为绿色品牌典型性问题。已

有研究表明，绿色品牌典型性会影响绿色营销线索的有效性（Usrey等，2020），但相关研究尚未

延伸至品牌英雄形象塑造场景。因此，本研究引入绿色品牌典型性作为第二个调节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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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性（typicality）指某一产品代表该类产品的程度（Loken和Ward，1990），据此有学者将

绿色产品划分为典型绿色产品和非典型绿色产品。其中典型绿色产品被定义为能够代表某一

具有绿色特质的产品类别的绿色产品（Usrey等，2020；龚思羽和盛光华，2023；孙瑾和陈晨，

2024）。拓展这一概念，绿色品牌也有典型与非典型之分。具体而言，典型绿色品牌所属品类中

绿色品牌较为常见，其环保属性被消费者广泛接受，如新能源汽车行业中的大部分品牌；非典

型绿色品牌所属品类中鲜有品牌具备环保特征，如燃油汽车行业中的绿色品牌（Usrey等，

2020）。绿色典型与否会影响绿色营销效果。当产品绿色特质典型时，绿色属性信息更能推动消

费决策的形成（龚思羽和盛光华，2023），显性（vs.隐性）绿色信号（Usrey等，2020）和时间（vs.金
钱）资源型线索（孙瑾和陈晨，2024）也更易激发消费者的绿色响应。为了维持认知平衡，个体会

自发支持与自身信念一致的信息；若信息与信念相悖引发认知失调，其说服力将被削弱（Aggarwal
和McGill，2007；Gao等，2016）。典型与非典型绿色品牌塑造不同英雄形象时，需兼顾消费者的

认知匹配性。

具体而言，消费者对典型绿色品牌存在绿色刻板印象，默认其依靠自身就能较好地创造环

保绩效（Usrey等，2020），这与守护者英雄形象所体现的品牌单方改善环境、创造福祉的特点相

契合。因此，这类品牌塑造守护者英雄形象对于消费者而言是一种认知图式上的高度匹配。相

对而言，由于领导者英雄形象侧重品牌带领消费者共同解决环境问题，当典型绿色品牌塑造该

形象时消费者的参与意愿可能较低。这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品牌本身就可做好环保，无需

自己过多参与。此外，典型绿色品牌具备环保专业优势（龚思羽和盛光华，2023），而消费者对特

定能力突出的品牌易产生依赖心理（Cui等，2018），即更愿依靠品牌自身的技术和资源解决环

境问题。若转为品牌与消费者的共同行动，易让消费者产生疑惑，甚至怀疑品牌转嫁环保责任。

因此，从消费者依赖的角度来看，典型绿色品牌也更适宜塑造守护者英雄形象。

在消费者认知中，非典型绿色品牌的环保效能更低（Usrey等，2020）。而相较于群体，个体

的力量是微小的（Keck和Tang，2020）。正是由于其所属品类较少具备显著的环保属性，非典型

绿色品牌才应借助群体的力量弥补环保属性的短板，即塑造领导者英雄形象。该类品牌以领导

者英雄形象邀请消费者共同参与环保，是一种主动求变、积极进取的体现，这向消费者传达了

品牌提升环保水平的决心，有利于改变消费者对其“非绿”的认知。相反，由于消费者通常认为

品牌增加绿色属性时需要以降低传统优势为代价（Newman等，2014），因此非典型绿色品牌不

适宜塑造守护者英雄形象，刻意强调已有的环保成就（孙瑾和陈晨，2024）。此外，非典型绿色品

牌还缺乏绿色公信力，塑造守护者英雄形象易让消费者质疑其环保绩效（do Paço和Reis，2012；
Leonidou和Skarmeas，2017；Orazi和Chan，2020）。而领导者英雄形象为消费者提供了亲自参与

的机会，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非典型绿色品牌信任基础的不足。

因此，根据以上梳理并结合前文的分析，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和领导者英雄形象分

别与典型绿色品牌和非典型绿色品牌具有更高的契合度，通过影响消费者的品牌钦佩感或道

德需要满足感，最终有效提升消费者的品牌拥护。由此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H5：绿色品牌的典型性调节品牌不同英雄形象对消费者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

H5a：对典型绿色品牌而言，相比于领导者英雄形象，塑造守护者英雄形象更能激发消费

者的品牌钦佩感，从而使其产生更高的品牌拥护。

H5b：对非典型绿色品牌而言，相比于守护者英雄形象，塑造领导者英雄形象更能激发消

费者的道德需要满足感，从而使其产生更高的品牌拥护。

综上所述，本文的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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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品牌英雄形象
（守护者英雄形象vs.
领导者英雄形象）

品牌钦佩感

道德需要满足感

绿色
品牌拥护

可用资源感知
（稀缺vs.余闲）

绿色品牌典型性
（非典型vs.典型）

 
图 1    研究模型

 

为验证上述模型及假设，本研究开展一项预实验（确定正式实验刺激材料）和六项正式实

验。其中，实验一至实验四为情境实验：实验一采用图文材料，检验不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消

费者感知的影响（H1）；在此基础上，实验二将刺激材料变换为视频形式，检验品牌钦佩感和道

德需要满足感的中介效应（H2、H3）；实验三、四继续采用图文材料，分别检验消费者可用资源

感知和绿色品牌典型性的调节作用（H4、H5）。实验五、六分别在线下和小红书平台的自然场景

中设计准实验，旨在进一步验证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绿色品牌典型性之

间的匹配效应。

 三、  实　验

 （一）预实验

预实验的目的是确定正式实验所需的刺激材料，主要分三步开展。首先，确定品牌类别。通

过焦点小组座谈法遴选出15种与消费者日常生活相关的品牌类别，分别是：食品、饮用水、服

装、卫生纸、鞋履、汽车、家具、家电、箱包、农用肥、珠宝、煤炭、钢铁、油漆和生物科技。其次，测

量品牌熟悉度。为降低被试因不熟悉实验材料而导致的信息理解障碍，在Credamo在线调研平

台招募40名被试（女性20人，占比50.00%；M年龄=28.30）参与调查，测量其对上述15种品牌的熟

悉度（1=非常不熟悉，7=非常熟悉）。最后，测量绿色品牌典型性。根据假设推演，绿色品牌的典

型性将对不同英雄形象的作用效果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在验证其他假设之前，为避免典型性

可能带来的干扰，不宜将明显属于典型或非典型的绿色品牌用于实验。基于上述考虑，进一步

测量40名被试对上述15种品牌的绿色典型性判断，包括“在××行业，绿色品牌是很典型的/很常

见的”“在××行业，绿色品牌是很不典型的 /很不常见的”（反向题）4个题项（Campbell和
Goodstein，2001；Usrey等，2020；α=0.83）。绿色品牌典型性的测量采用李克特7点量表（1=非常

不同意，7=非常同意；如无特殊说明，本研究所有题项的测量均采用7点量表，以下不再赘述），

借鉴Usrey等（2020）的判断标准，某类品牌的绿色典型性得分越接近中值4，其绿色典型性越不

显著，越适宜用作实验材料。

根据调查结果，首先，被试对煤炭、钢铁、油漆、生物科技4类品牌相对不熟悉（Ms≤4.70），
因此暂不将这4类品牌列为实验材料；其次，大多数被试认为钢铁、煤炭、油漆、家电、鞋履、服

装、卫生纸、食品8类品牌为非典型绿色品牌（Ms≤3.23），且认为生物科技品牌属于典型绿色品

牌（M=5.33），因此这9类品牌不宜用作实验材料。具体测量结果略去备索。

综上所述，选取饮用水（M熟悉度=6.00，M典型性=4.23）、汽车（M熟悉度=5.73，M典型性=4.00）、家具

（M熟悉度=5.63，M典型性=4.03）、箱包（M熟悉度=5.48，M典型性=3.93）、农用肥（M熟悉度=5.35，M典型性=3.98）和
珠宝（M熟悉度=5.13，M典型性=4.10）6类品牌作为正式实验的备选刺激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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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实验一

实验一的目的是检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守护者英雄形象vs.领导者英雄形象）对消费者

不同感知的影响，即验证H1（H1a、H1b）。
 1.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单因素（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守护者英雄形象vs.领导者英雄形象）组间实验设

计，刺激材料为文本+图片，并在Credamo平台招募了220名被试参与测试。根据预先设定的注

意力检验和作答时长标准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共获取有效样本203份（其中女性99人，占比

48.77%；M年龄=28.75），样本有效率为92.27%。

本研究所有实验在设计绿色品牌英雄形象时，均遵循了“应对重大问题”“付出巨大努力”
和“收获广泛社会积极成效”三项原则。在本实验中，我们设计了一个专研海水淡化饮用技术的

绿色饮用水品牌“阿嬷的海”，并针对海洋塑料污染导致儿童哮喘患病率高达20%的环境问题

设计品牌的英雄形象。其中，守护者英雄形象描述为该品牌组建专业船队清理海洋塑料垃圾、

研发并共享海洋塑料垃圾清理技术、设立环保基金等，领导者英雄形象描述为该品牌组织消费

者组建志愿清污团队、创建海洋环保社区、联合开展减塑行动等。两则刺激材料的结构、字数及

海报设计风格保持一致；此外，不同英雄形象下品牌付出的成本（累计耗资超200亿元）与收获

的成效（每年妥善处理近20万吨海洋塑料垃圾，受益人口约2.5万人，儿童哮喘患病率下降

12.1%）也保持一致（具体资料略去备索）。

 2. 实验程序

采用情景模拟法，将被试随机分配至守护者英雄形象组或领导者英雄形象组，并向被试展

示刺激材料（文本+图片）。为确保被试充分理解材料并拥有充足时间作答，本研究在所有实验

的问卷中对每页均设置了最短显示时长。实验一的具体测试流程如下：（1）材料阅读完毕，要求

被试作答“请根据您的理解，用一两句话总结上述内容”，以加深其对品牌英雄形象的记忆。（2）
测量被试的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品牌钦佩感的测量参考Aaker等（2012）和
Septianto等（2022）的量表，在能力和温情两个维度各设置2个题项，并让被试直接作答“我认为

这个品牌是令人钦佩的”（α=0.89）。道德需要满足感的测量参考Prentice等（2019）的量表，包括

“这个品牌使我感到强烈的道德成就感”等5个题项（α=0.92）。（3）测量被试的品牌英雄形象感

知和品牌性别感知（留待实验二具体分析）。其中守护者形象包括“在环境保护方面，这个品牌

展现出了一个守护者的形象”和“这个品牌环保价值的创造，更倾向于品牌单方面的价值提供”
2个题项（鉴于题项数量为 2，采用皮尔逊相关系数检验其内部一致性，结果显示题项间内部一

致性良好：r=0.81，p<0.001，n=203）；领导者形象包括“在环境保护方面，这个品牌展现出了一

个领导者的形象”和“这个品牌环保价值的创造，更倾向于品牌与消费者的价值共创”2个题项

（r=0.68，p<0.001，n=203）。（4）进行注意力测试并统计被试的性别、年龄、学历及收入等人口学

信息。

 3. 实验结果

操纵检验。在品牌守护者英雄形象感知方面，守护者英雄形象组的得分显著高于领导者英

雄形象组（M守护者=6.03，SD=0.84；M领导者=4.71，SD=1.89；t=6.42，p<0.001）；在品牌领导者英雄形象

感知方面，领导者英雄形象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守护者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4.66，SD=0.83；M领导者=
6.04，SD=0.70；t=12.81，p<0.00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操纵成功。

假设检验。独立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守护者英雄形象组的消费者品牌钦佩感显著高于领

导者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6.31，SD=0.52；M领导者=4.88，SD=0.49；t=20.10，p<0.001），而领导者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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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组的消费者道德需要满足感显著高于

守护者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4.87，SD=1.20；
M领导者=6.33，SD=0.48；t=11.33，p<0.001）。
该结果支持H1，即与领导者英雄形象相

比，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更能激发

消费者的品牌钦佩感（H1a）；而与守护者

英雄形象相比，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

象更能激发消费者的道德需要满足感（H1b）。
具体结果见图2。

 4. 讨论

实验一的结果支持了H1，而在商业实践中，品牌性别也是塑造品牌形象的重要因素

（Grohmann，2009）。尤其是守护者英雄形象强调保护、默默奉献，类似于“女性”特质；领导者英

雄形象强调引领、协作共创，类似于“男性”特质。因此，品牌性别是否会干扰绿色品牌不同英雄

形象对消费者感知的影响呢？基于以上考虑，我们在本实验中将刺激品牌设计为一个女性品

牌，而在实验二中，我们将把该品牌设计为一个男性品牌，由此检验品牌性别是否会影响研究

结论。此外，为排除替代性解释，实验二将进一步测量被试的主观幸福感和心理距离；为丰富刺

激材料类型，实验二将把材料更换为视频。

 （三）实验二

实验二在实验一的基础上将品牌性别变更为男性，同时将刺激材料替换为视频材料，目的

是再次验证H1并检验H2和H3，同时进一步排除主观幸福感和心理距离的替代性解释。

 1. 实验设计

实验采用单因素（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守护者英雄形象vs.领导者英雄形象vs.无英雄形象）

组间实验设计，并在Credamo平台招募了330名被试接受测试。经注意力检验、作答时长筛选剔

除无效样本后，最终共获取有效样本数据301份（其中女性144人，占比47.84%；M年龄=29.14），样
本有效率为91.21%。

参考Grohmann（2009）的研究，实验通过品牌名称和叙事情感将刺激品牌更换为男性品

牌。首先，材料中的品牌名称由“阿嬷的海”这一明显女性化的名称变更为“阿公的海”；其次，不

同于实验一中侧重的情感表达，实验二的材料更侧重能力描述，叙事风格更男性化。两个实验

组（守护者英雄形象组、领导者英雄形象组）视频中英雄形象的设计与实验一保持一致，对照组

（无英雄形象）的视频则在实验组的基础上删去了关于英雄形象展示的片段（具体资料略去

备索）。

 2. 实验程序

实验二的测试流程与实验一基本一致，同样让被试在观看材料后用简单的语言总结材料

内容，并回答品牌钦佩感、道德需要满足感、品牌英雄形象感知和品牌性别感知的测量题项。其

中，品牌性别感知的测量与实验一相同，均参考Grohmann（2009）的量表，男性品牌量表包括

“这个品牌是有力量的”等6个题项（α=0.84），女性品牌量表包括“这个品牌是温柔的”等6个题

项（α=0.86）；此外，其余变量的测量与实验一也相同。进一步地，实验二还测量了被试的主观幸

福感、心理距离和绿色品牌拥护。主观幸福感的测量参考Kang和Shao（2023）使用的量表，包括

“这个品牌使我感到幸福”等3个题项（α=0.88）；心理距离的测量参考Park等（2013）使用的量

表，包括“我感觉与这个品牌很亲近”等3个题项（α=0.87）；绿色品牌拥护的测量参考Xie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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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实验一：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消费者感知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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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和Wallace等（2012）的量表，在购买意愿、口碑评价、危机维护和花费成本推广品牌4个
维度各设置2个题项（α=0.87）。最后，进行注意力测试并统计被试人口学信息。

 3. 实验结果

操纵检验。（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在品牌守护者英雄形象感知方面，守护者英雄形象组的

得分显著高于领导者英雄形象组和无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6.05，SD=0.92；M领导者=3.68，SD=1.91；
M无英雄=3.19，SD=1.04；F(2,298)=127.99，p<0.001）；在品牌领导者英雄形象感知方面，领导者英

雄形象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守护者英雄形象组和无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3.91，SD=1.73；M领导者=
6.13，SD=0.85；M无英雄=3.51，SD=1.44；F(2,298)=102.84，p<0.001）。因此，对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

操纵成功。（2）品牌性别。关于品牌性别的检验借鉴Lieven等（2015）的品牌性别划分方法：当一

个品牌的男（女）性特质均值高于所有样本品牌的均值，而女（男）性特质均值低于所有样本品牌

的均值时，则将该品牌划分为男（女）性品牌。结果显示，本实验中的品牌具有更高的男性特质，

为男性品牌（M男性—实验二=5.89>M男性—总样本=5.28，M女性—实验二=4.59<M女性—总样本=5.08）；而实验一中的品

牌具有更高的女性特质，为女性品牌（M女性—实验一=5.79>M女性—总样本=5.08，M男性—实验一=4.44<M男性—总样本=
5.28）。综上，两项实验对品牌性别的操纵成功。

消费者感知与绿色品牌拥护。独立样

本t检验显示，首先，守护者英雄形象组的

消费者品牌钦佩感显著高于领导者英雄形

象组（M守护者=6.33，SD=0.43；M领导者=4.87，
SD=0.94；t=13.73，p<0.001），而领导者英雄

形象组的消费者道德需要满足感显著高于

守护者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4.49，SD=1.01；
M领导者=6.28，SD=0.48；t=16.17，p<0.001），
结果再次支持H1；其次，两个实验组的绿

色品牌拥护均高于对照组（M守护者=6.30，
SD=0.38；M无英雄=4.44，SD=0.53；t=28.67，p<0.001）（M领导者=6.23，SD=0.48；M无英雄=4.44，SD=0.53；
t=24.81，p<0.001）。见图3。

中介效应检验。选用Process的模型4进行5 000 bootstrap抽样，以绿色品牌拥护为因变量、

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为自变量（领导者英雄形象vs.无英雄形象，守护者英雄形象vs.无英雄形

象）、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检验。结果显示，守护者英雄形象对绿

色品牌拥护的影响受到品牌钦佩感的中介（effect=1.58，95%CI[1.39，1.75]，不包含0），而道德

需要满足感的中介作用不显著（effect=0.00，95%CI[−0.01，0.02]，包含0）；领导者英雄形象对绿

色品牌拥护的影响受到道德需要满足感的中介（effect=1.83，95%CI[1.66，1.99]，不包含0），而
品牌钦佩感的中介作用不显著（effect=−0.00，95%CI[−0.01，0.01]，包含0）。结果支持了H2和H3。

替代性解释。对于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被试可能会因被保护而感到幸福；而对于

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被试可能会因共同参与而拉近与品牌的距离。因此，实验二进一

步检验两种英雄形象对主观幸福感和心理距离的影响是否具有显著差异。结果表明，在主观幸

福感方面，守护者英雄形象组和领导者英雄形象组的被试无显著差异（M守护者=5.45，SD=0.80；
M领导者=5.34，SD=0.83；t=0.97，p>0.1）；同样，在心理距离方面，守护者英雄形象组和领导者英雄

形象组的被试也无显著差异（M守护者=5.28，SD=0.72；M领导者=5.33，SD=0.71；t=0.50，p>0.5）。因此，

可以排除这两种替代性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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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实验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消费者感知和绿色

品牌拥护的影响

 

守护者还是领导者：绿色品牌不同英雄形象影响消费者品牌拥护的双重路径模型
103



 4. 讨论

实验二通过视频材料，在男性品牌的背景下再次验证了H1，并支持了品牌钦佩感和道德

需要满足感的中介作用（H2、H3）。在不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激发消费者感知的认知过程中，主

体特质和客体特征均会影响认知效果，因此，接下来的实验将分别从消费者和品牌的角度入

手，探讨两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有何不同，并验证消费者感知在绿色品

牌英雄形象影响绿色品牌拥护过程中起到的中介作用。

 （四）实验三

实验三主要探究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检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守护

者英雄形象vs.领导者英雄形象）对消费者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是否受到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

（稀缺vs.余闲）的调节，以及这一过程是通过消费者品牌钦佩感、道德需要满足感来实现的，即

H4（H4a、H4b）。此外，实验三还将检验能力感知和温暖感知两个替代机制。

 1. 实验设计

实验三的刺激材料为家具品牌，并设计了一个虚拟绿色品牌“零碳衣橱”，刺激材料类型为

文本+图片。实验为2（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守护者英雄形象vs.领导者英雄形象）×2（消费者可用

资源感知：稀缺vs.余闲）的组间因子设计，并在Credamo平台招募了450名被试接受测试。经注

意力检验、作答时长筛选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共获取有效样本数据416份（其中女性202人，占

比48.56%；M年龄=28.52），样本有效率为92.44%。

针对因东南亚泥炭地森林严重破坏每年释放超15亿吨CO2的环境问题设计绿色品牌英

雄形象。其中守护者英雄形象描述为“零碳衣橱”投资研发“智能巡护无人机系统”和速生固

碳树种，协助减少当地违种盗砍案件并建立生态修复示范区；领导者英雄形象描述为该品牌投

资开发“指尖种树”App，消费者通过该App记录减碳成就，或者线下参与公益宣介活动，品牌

方相应在当地配捐植树。两则材料的结构和字数，以及两种英雄形象下品牌的成本（约20亿美

元）和收效（在当地年固碳量300万吨，创造可持续就业岗位超8 000个）保持一致（具体资料略

去备索）。

 2. 实验程序

（1）可用资源感知的启动。实验开始前，借鉴Roux等（2015）以及孙瑾和陈晨（2023）的做

法，通过回忆法启动被试的可用资源感知。具体做法是请被试回忆并写下自己曾经历的三个可

用资源稀缺/余闲的情景，并对其进行细节描述，包括对该场景进行概括，并描述场景发生的时

间、稀缺/余闲资源的类型、出现稀缺/余闲的原因以及当时的心理感受和行为变化。描述完毕，

参考Roux等（2015）以及孙瑾和陈晨（2023）的设计，要求被试作答操纵检验题目：稀缺感包括

“此刻，我感觉我的可用资源是稀缺的”“此刻，我感觉我需要获得更多的资源”2个题项（r=0.85，
p<0.001，n=416），余闲感包括“此刻，我感觉我的可用资源是余闲的”“此刻，我感觉我无需再获

得额外的资源”2个题项（r=0.87，p<0.001，n=416）。
（2）实验测试。在被试观看材料后同样让其简单总结材料内容，并回答品牌钦佩感、道德需

要满足感、品牌英雄形象感知、绿色品牌拥护以及能力感知、温暖感知的测量题项。其中，能力

感知和温暖感知的测量参考Aaker等（2012）的量表，分别由“我认为这个品牌具有高水平的专

业能力”等3个题项（α=0.82）以及“我认为这个品牌具有亲和力”等3个题项（α=0.79）构成；其余

变量的测量与前述实验一致。最后，进行注意力测试并统计被试人口学信息。

 3. 实验结果

操纵检验。（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在品牌守护者英雄形象感知方面，守护者英雄形象组的

得分显著高于领导者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6.06，SD=0.94；M领导者=3.11，SD=1.70；t=2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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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在品牌领导者英雄形象感知方面，领导者英雄形象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守护者英雄形

象组（M守护者=3.80，SD=1.60；M领导者=6.33，SD=0.74；t=20.66，p<0.00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操纵

成功。（2）可用资源感知。可用资源稀缺组被试的稀缺感显著高于可用资源余闲组（M余闲组=3.77，
SD=1.81；M稀缺组=5.89，SD=0.86；t=15.21，p<0.001），而可用资源余闲组被试的余闲感显著高于

可用资源稀缺组（M余闲组=5.91，SD=1.22；M稀缺组=2.60，SD=1.26；t=27.20，p<0.001）。因此，可用资

源感知的操纵也成功。

绿色品牌拥护。以绿色品牌拥护为因

变量、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消费者可用资

源感知为自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

果显示，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消费者可用

资源感知的交互效应显著（F(1,412)=61.81，
p<0.001），同时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主效

应不显著（F(1,412)=0.30，p>0.5），消费者

可用资源感知的主效应不显著（F(1,412)=
0.57，p>0.05）。对于可用资源稀缺组的被

试而言，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比领

导者英雄形象更能增强其绿色品牌拥护

（M守护者=6.21，SD=0.53；M领导者=5.75，SD=0.65；F(1,204)=31.89，p<0.001）；对于可用资源余闲组的

被试而言，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比守护者英雄形象更能增强其绿色品牌拥护（M守护者=
5.74，SD=0.63；M领导者=6.14，SD=0.43；F(1,208)=29.89，p<0.001）。即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调节绿

色品牌英雄形象对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结果见图4。
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1）以品牌钦佩感为因变量、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消费者

可用资源感知为自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消费者可用资源

感知的交互效应显著（F(1,412)=31.80，p<0.001），同时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主效应显著

（F(1,412)=59.68，p<0.001），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的主效应不显著（F(1,412)=0.03，p>0.5）。对于可用

资源稀缺组的被试而言，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比领导者英雄形象更能增强其品牌钦佩

感（M守护者=6.23，SD=0.54；M领导者=5.31，SD=0.91；F(1,204)=76.90，p<0.001）；对于可用资源余闲组

的被试而言，两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品牌钦佩感无显著差异（M守护者=5.86，SD=0.69；M领导者=
5.71，SD=0.60；F(1,208)=2.58，p>0.05）。（2）以道德需要满足感为因变量、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

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为自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消费者可

用资源感知的交互效应显著（F(1,412)=18.08，p<0.001），同时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主效应显著

（F(1,412)=28.70，p<0.001），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的主效应不显著（F(1,412)=3.13，p>0.05）。对
于可用资源余闲组的被试而言，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比守护者英雄形象更能增强其道

德需要满足感（M守护者=5.42，SD=0.92；M领导者=6.16，SD=0.44；F(1,208)=54.60，p<0.001）；对于可用

资源稀缺组的被试而言，两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道德需要满足感无显著差异（M守护者=5.61，
SD=0.86；M领导者=5.70，SD=0.83；F(1,204)=0.53，p>0.1）。

中介效应检验。选用Process的模型7进行5 000 bootstrap抽样，以绿色品牌拥护为因变量、

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为自变量、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为调节变量、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

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检验。结果显示，将品牌钦佩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

析，结果显著（index=0.15，95%CI[0.07，0.25]）。具体而言，当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稀缺时，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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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实验三：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可用资源感知对绿

色品牌拥护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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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英雄形象与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的交互项通过品牌钦佩感对绿色品牌拥护的间接效应显

著（effect=0.18，95%CI[0.10，0.27]，不包含0）；而当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余闲时，间接效应不显

著（effect=0.03，95%CI[−0.01，0.07]，包含0）。将道德需要满足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

介效应分析，结果显著（index=0.21，95%CI[0.11，0.32]）。具体而言，当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余

闲时，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的交互项通过道德需要满足感对绿色品牌拥

护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0.23，95%CI[−0.32，−0.16]，不包含0）；而当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稀

缺时，间接效应不显著（effect=−0.03，95%CI[−0.10，0.05]，包含0）。
替代机制排除。选用Process的模型4进行5 000 bootstrap抽样，以绿色品牌拥护为因变量、

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为自变量、能力感知和温暖感知为中介变量进行中介检验。结果显示，绿色

品牌英雄形象通过能力感知（effect=0.01，95% CI [−0.03，0.06]，包含0）与温暖感知

（effect=−0.01，95% CI[−0.05，0.02]，包含0）影响绿色品牌拥护的间接路径均不显著，由此排除

这两个替代机制。

 4. 讨论

总体而言，实验结果支持了H4a和H4b。对于可用资源感知稀缺的消费者而言，绿色品牌的

守护者英雄形象（vs.领导者英雄形象）激发了更高的品牌钦佩感，进而导致更高的绿色品牌拥

护；对于可用资源感知余闲的消费者而言，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vs.守护者英雄形象）

激发了更高的道德需要满足感，进而导致更高的绿色品牌拥护。此外，替代机制检验结果表明

能力感知与温暖感知并非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影响品牌拥护的有效中介，这与我们在前文中的

推测一致，即能力感知和温暖感知是激发品牌钦佩感的重要前置因素，两者不能直接作用于绿

色品牌拥护（p>0.5）。实验三从消费者角度探讨了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影响绿色品牌拥护的边界

条件，那么品牌自身的因素是否也能调节这一影响呢？因此，实验四将从品牌角度入手，探究绿

色品牌典型性的调节作用，同时验证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的中介作用。

 （五）实验四

实验四旨在进一步探索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证明绿色品牌英雄形

象（守护者英雄形象vs.领导者英雄形象）对消费者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受到绿色品牌典型性

（典型vs.非典型）的调节作用，且这一过程通过消费者品牌钦佩感、道德需要满足感实现，即

H5（H5a、H5b）。
 1. 实验设计

实验四的刺激材料为汽车品牌，并设计了一个虚拟绿色品牌“灵风”，其中典型绿色品牌设

定为新能源汽车品牌，非典型绿色品牌设定为绿色燃油汽车品牌。刺激材料类型为文本+图
片。实验为2（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守护者英雄形象vs.领导者英雄形象）×2（绿色品牌典型性：典

型vs.非典型）的组间因子设计，并在Credamo平台招募了450名被试接受测试。经注意力检验、

作答时长筛选剔除无效样本后，最终共获取有效样本数据412份（其中女性201人，占比

48.79%；M年龄=29.61），样本有效率为91.56%。

道路交通是环境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算，2019 年环境空

气污染引发的全球过早死亡约达420万例。针对该环境问题设计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其中守护

者英雄形象描述为“灵风”研发新型汽车动力技术，降低车辆全生命周期二氧化碳排放；领导者

英雄形象描述为该品牌发起“百万车主净零行动”，组织消费者通过App上传日常绿色交通行

为，品牌相应配捐用以沙漠植树。两则材料的结构和字数，以及两种英雄形象下品牌的成本

（5年，26亿元）和收效（累计减少碳排放2 000万吨，相当于停驶500万辆燃油车一年的排放量）

保持一致（具体资料略去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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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实验程序

（1）绿色品牌典型性。借鉴Usrey等（2020）的做法操纵绿色品牌的典型性，在典型绿色品牌

组，被试将阅读“绿色品牌在新能源汽车行业较为常见，实际上，根据行业报告，超85%的品牌

提供绿色产品”的品牌介绍；在非典型绿色品牌组，被试则阅读“绿色品牌在燃油汽车行业并不

常见，实际上，根据行业报告，只有不到10%的品牌提供绿色产品”的品牌介绍。所有材料阅读

完毕，沿用预实验中关于绿色品牌典型性的量表（Campbell和Goodstein，2001；Usrey等，2020），
要求被试作答操纵检验题目。为便于对比分析，将量表中的4个题项分为两个维度，其中，品牌

的绿色典型性包括“在××行业，绿色品牌是很典型的/很常见的”2个题项（r=0.83，p<0.001，
n=412），绿色非典型性包括“在××行业，绿色品牌是很不典型的/很不常见的”2个题项（r=0.86，
p<0.001，n=412）。

（2）实验测试。在被试观看材料后依然让其简单总结材料内容，并回答品牌钦佩感、道德需

要满足感、品牌英雄形象感知和绿色品牌拥护的测量题项。所有变量的测量与前述实验一致，

最后进行注意力测试并统计被试人口学信息。

 3. 实验结果

操纵检验。（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在品牌守护者英雄形象感知方面，守护者英雄形象组的

得分显著高于领导者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6.10，SD=0.97；M领导者=3.51，SD=1.69；t=19.05，
p<0.001）；在品牌领导者英雄形象感知方面，领导者英雄形象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守护者英雄形

象组（M守护者=3.82，SD=1.44；M领导者=6.16，SD=0.85；t=20.17，p<0.00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操纵

成功。（2）绿色品牌典型性。被试认为，典型绿色品牌组中品牌的绿色典型性显著高于非典型绿

色品牌组（M典型组=6.03，SD=0.89；M非典型组=2.90，SD=1.65；t=23.91，p<0.001），而非典型绿色品牌

组中品牌的绿色非典型性显著高于典型绿色品牌组（M典型组=2.03，SD=1.11；M非典型组=5.97，
SD=1.06；t=36.94，p<0.001）。因此，绿色品牌典型性的操纵也成功。

绿色品牌拥护。以绿色品牌拥护为因

变量、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绿色品牌典型

性为自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

示，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绿色品牌典型

性的交互效应显著（F(1,408)=80.07，p<
0.001），同时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主效应

不显著（F(1,408)=0.78，p>0.05），绿色品牌

典型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408)=1.00，
p>0.05）。对于典型绿色品牌组的被试而

言，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比领导者

英雄形象更能增强其绿色品牌拥护（M守护者=
6.31，SD=0.41；M领导者=5.78，SD= 0.65；F(1,201)=48.59，p<0.001）；对于非典型绿色品牌组的被试

而言，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比守护者英雄形象更能增强其绿色品牌拥护（M守护者=5.77，
SD=0.62；M领导者=6.21，SD=0.48；F(1,207)=32.44，p<0.001）。即绿色品牌典型性调节绿色品牌英

雄形象对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结果见图5。
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1）以品牌钦佩感为因变量、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绿色品

牌典型性为自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绿色品牌典型性的交

互效应显著（F(1,408)=36.81，p<0.001），同时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主效应显著（F(1,408)=3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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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实验四：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绿色品牌典型性对

绿色品牌拥护的交互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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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0.001），绿色品牌典型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408)=2.65，p>0.05）。对于典型绿色品牌组的被

试而言，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比领导者英雄形象更能增强其品牌钦佩感（M守护者=6.34，
SD=0.38；M领导者=5.47，SD=1.15；F(1,201)=51.91，p<0.001）；对于非典型绿色品牌组的被试而言，

两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品牌钦佩感无显著差异（M守护者=5.76，SD=0.51；M领导者=5.80，SD=0.74；
F(1,207)=0.14，p>0.05）。（2）以道德需要满足感为因变量、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绿色品牌典型

性为自变量进行双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绿色品牌典型性的交互效应

显著（F(1,408)=62.52，p<0.001），同时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主效应显著（F(1,408)=33.59，
p<0.001），绿色品牌典型性的主效应不显著（F(1,408)=2.14，p>0.05）。对于非典型绿色品牌组的

被试而言，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比守护者英雄形象更能增强其道德需要满足感（M守护者=
5.36，SD=0.67；M领导者=6.24，SD=0.48；F(1,207)=118.69，p<0.001）；对于典型绿色品牌组的被试

而言，两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道德需要满足感无显著差异（M守护者=5.77，SD=0.72；M领导者=
5.64，SD=0.71；F(1,201)=1.83，p>0.05）。

中介效应检验。选用Process的模型7进行5 000 bootstrap抽样，以绿色品牌拥护为因变量、

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为自变量、绿色品牌典型性为调节变量、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为中

介变量进行中介检验。结果显示，将品牌钦佩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

果显著（index=0.13，95%CI[0.07，0.21]）。具体而言，对于典型绿色品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

绿色品牌典型性的交互项通过品牌钦佩感对绿色品牌拥护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0.13，
95%CI[0.07，0.19]，不包含0）；而对于非典型绿色品牌，间接效应不显著（effect=−0.01，
95%CI[−0.03，0.02]，包含0）。将道德需要满足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分析，结

果显著（index=0.48，95%CI[0.32，0.67]）。具体而言，对于非典型绿色品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

与绿色品牌典型性的交互项通过道德需要满足感对绿色品牌拥护的间接效应显著（effect=
−0.42，95%CI[−0.53，−0.31]，不包含0）；而对于典型绿色品牌，间接效应不显著（effect=0.06，
95%CI[−0.02，0.17]，包含0）。

 4. 讨论

综上，H5a和H5b得到验证。在典型绿色品牌的条件下，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vs.领
导者英雄形象）激发了更高的品牌钦佩感，进而导致更高的绿色品牌拥护；在非典型绿色品牌

的条件下，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vs.守护者英雄形象）激发了更高的道德需要满足感，

进而导致更高的绿色品牌拥护。通过以上实验，所有假设均得到支持。为进一步提高研究结论

的稳健性和生态效度，接下来，我们将通过两个自然场景准实验（实验五和实验六），在自然场

景下分别探索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绿色品牌典型性的匹配效应。

 （六）实验五

实验五的目的是在自然场景中为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的匹配效应提

供证据，从而进一步支持可用资源感知的调节作用。

 1. 实验设计与前测

（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设计。实验五的刺激材料为箱包品牌，并设计了一个虚拟绿色品牌

“森格芮”（Sen-Green）。针对因水獭皮非法交易导致的物种濒危和渔民减收问题设计绿色品牌

英雄形象。其中，守护者英雄形象描述为品牌开展“无獭之境”材料改造计划，包括仿生材料研

发、供应链改造和推动行业自律等举措；领导者英雄形象描述为品牌发起“水獭守护者”消费者

携手行动，包括用户参与共治、生态工程和消费者倡议等举措。两则材料的结构和字数，以及两

种英雄形象下品牌的成本（总耗资15亿元）和收效（水獭种群数量预计回升至8 000只，生物资

源恢复35%，渔民年均增收1 200美元）保持一致（具体资料略去备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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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用资源感知操纵。由于时间资源是个体最为重要的资源之一（孙瑾和陈晨，2024）且
相对便于操纵，因此参考Peluso等人（2022）的实验思路，在不同时间压力（即个体对有限可用

时间的感知）的场景下选取被试作为可用资源感知的操纵。具体而言，由于时间压力较大，本实

验在工作日早高峰时间（上午7:30—8:30）的地铁上选取被试作为可用资源稀缺组的样本；而

由于时间压力较小，本实验在周末休闲时间（下午3:30—4:30）的商场中选取被试作为可用资

源余闲组的样本。此外，为进一步确保被试的可用资源状态与预设一致，在地铁上，根据着装选

取上班族参与实验；在商场中，则从顾客休息区选取被试参与实验。

（3）前测。根据以上设计，在地铁和商场选取了60名被试（女性30人，占比50.00%，M年龄=
32.43）进行前测，即要求其随机阅读一则材料后作答品牌英雄形象感知和可用资源感知的问

卷。结果显示，在品牌守护者英雄形象感知上，守护者英雄形象组的得分显著高于领导者英雄

形象组（M守护者=6.13，SD=0.82；M领导者=3.37，SD=1.83；t=7.55，p<0.001）；在品牌领导者英雄形象

感知上，领导者英雄形象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守护者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2.93，SD=0.81；M领导者=
6.08，SD=0.87；t=14.53，p<0.00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操纵成功。此外，地铁组被试的可用资

源稀缺感知显著高于商场组被试（M地铁组=5.83，SD=0.83；M商场组=3.88，SD=1.91；t=5.13，p<0.001），
而商场组被试的可用资源余闲感知显著高于地铁组被试（M地铁组=2.58，SD=1.25；M商场组=5.87，
SD=1.44；t=9.43，p<0.001），可用资源感知的操纵也成功。综上，相关实验设计可以用于后续正

式实验。

 2. 实验程序与结果

为排除潜在干扰，实验以征集消费者对两则环保商业策划方案的意见作为虚假研究目的。

首先，根据实验设计，在地铁或商场分别选取被试参与实验。其次，实验人员谎称自己正在参与

一项环保商业策划大赛，在向被试介绍大赛命题材料后，邀请他们从消费者角度对A和B两个

备选策划方案（即两种英雄形象组的材料）提出意见，并选择自己更偏好的方案。最后，统计被

试的性别与年龄。最终，共有156名被试（女性86人，占比55.13%；M年龄=30.22）参与正式实验，其

中地铁组76人，商场组80人。

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进行可用资源感知操纵（0=稀缺，1=余闲）对策划方案实际选

择（0=守护者英雄形象方案A，1=领导者英雄形象方案B）的影响显著。具体而言，相比于可用资

源余闲组（26.25%），可用资源稀缺组的被试中认为守护者英雄形象方案A更优的人数比例

（72.37%）更高；而相比于可用资源稀缺组（27.63%），可用资源余闲组的被试中认为领导者英

雄形象方案B更好的人数比例（73.75%）更高；Pearson χ2（1）=33.18，p<0.001。
 3. 讨论

通过上述结果，实验五在自然场景中验证了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的

匹配效应。即守护者英雄形象与可用资源感知稀缺的消费者更匹配，领导者英雄形象则与可用

资源感知余闲的消费者更匹配。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在社交平台小红书App上开展实验，来探

索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绿色品牌典型性的匹配效果。

 （七）实验六

实验六的目的是在自然场景中为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绿色品牌典型性的匹配效应提供证

据，从而进一步支持绿色品牌典型性的调节作用。

 1. 实验设计与前测

（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设计。实验六的刺激材料为农用肥品牌，并设计了虚拟绿色品牌“再
野计划”，其中典型绿色品牌设定为有机肥料品牌，非典型绿色品牌设定为环保化肥品牌。针对

某矿区耕地污染致使癌症发病率畸高的问题设计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其中守护者英雄形象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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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为品牌研发新型耕地修复技术并建设修复示范区，同时将该技术捐赠给政府；领导者英雄形

象描述为品牌发起消费者倡议行动，敦促矿区企业公开污染数据，以及联合消费者开展购物积

分兑换耕地修复捐款活动。两则材料的结构和字数，以及两种英雄形象下品牌的成本（历时

5年，累计投资20亿元）和收效（修复耕地10万亩，保障7.9万居民粮食安全）保持一致（具体资料

略去备索）。

（2）绿色品牌典型性操纵。与实验四一致，参考Usrey等（2020）的方法，在典型绿色品牌组

设置“绿色品牌在有机肥料行业较为常见，实际上，根据行业报告，超85%的品牌提供绿色产

品”的品牌介绍；在非典型绿色品牌组设置“绿色品牌在环保化肥行业并不常见，实际上，根据

行业报告，只有不到10%的品牌提供绿色产品”的品牌介绍。

（3）前测。在正式实验前，同样选取了60名被试（女性30人，占比50.00%，M年龄=29.33）进行

前测，即要求其随机阅读一则材料后作答品牌英雄形象感知和绿色品牌典型性的问卷。结果显

示，在品牌守护者英雄形象感知方面，守护者英雄形象组的得分显著高于领导者英雄形象组

（M守护者=6.40，SD=0.64；M领导者=3.40，SD=1.74；t=8.85，p<0.001）；在品牌领导者英雄形象感知方

面，领导者英雄形象组的得分显著高于守护者英雄形象组（M守护者=3.73，SD=1.41；M领导者=6.15，
SD=0.83；t=8.13，p<0.001）。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操纵成功。此外，被试认为，典型绿色品牌组中

品牌的绿色典型性显著高于非典型绿色品牌组（M典型组=5.98，SD=1.05；M非典型组=2.88，SD=1.54；
t=9.14，p<0.001），而非典型绿色品牌组中品牌的绿色非典型性显著高于典型绿色品牌组

（M典型组=2.17，SD=1.23；M非典型组=6.10，SD=0.66；t=15.45，p<0.001），绿色品牌典型性的操纵也成

功。因此，相关实验设计可以用于后续正式实验。

 2. 实验程序与结果

为排除潜在干扰，实验同样设置虚假实验目的，即邀请网友帮助某“打工人”选择合适的环

保活动策划方案。具体而言，首先，实验人员在小红书针对典型和非典型绿色品牌发布2条笔

记，并谎称自己是活动策划公司的工作人员，正在为某品牌策划环保行动方案。其次，每条笔记

均包含4页内容：第1页为封面，第2页为品牌及活动背景（含对绿色品牌典型性的操纵），第3页
为策划案A（对应守护者英雄形象），第4页为策划案B（对应领导者英雄形象）。最后，利用小红

书的投票功能在笔记下方设置投票区，邀请网友从消费者视角帮助“我”选择更合适的活动方

案。最终，共有192名小红书用户参与投票，其中典型绿色品牌组91人，非典型绿色品牌组

101人。

皮尔逊卡方检验结果表明，进行绿色品牌典型性操纵（0=典型，1=非典型）对策划方案实

际投票（0=守护者英雄形象方案A，1=领导者英雄形象方案B）的影响显著。具体而言，相比于非

典型绿色品牌组（32.67%），典型绿色品牌组中守护者英雄形象方案A的获票率（62.64%）更高；

而相比于典型绿色品牌组（37.36%），非典型绿色品牌组中领导者英雄形象方案B的获票率

（67.33%）更高；Pearson χ2（1）=17.26，p<0.001。
 3. 讨论

上述结果在自然场景中验证了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和绿色品牌典型性的匹配效应。即守护

者英雄形象与典型绿色品牌更匹配，而领导者英雄形象则与非典型绿色品牌更匹配。

 四、  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绿色品牌在环保责任承担上应选择“价值提供”还是“价值共创”？本研究基于环保价值创

造的双元模式，提出并验证了守护者与领导者两种英雄形象对消费者品牌拥护的双重影响路
 

110
外国经济与管理（第48卷第9期）



径。具体而言，本研究发现两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使得消费者产生了不同的感受，该效应在消

费者可用资源感知和绿色品牌典型性的调节作用下进一步影响消费者的绿色品牌拥护。首先，

相较于领导者英雄形象，守护者英雄形象更能激发消费者的品牌钦佩感；而相较于守护者英雄

形象，领导者英雄形象则更能激发消费者的道德需要满足感。其次，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

足感分别在守护者和领导者两类英雄形象对绿色品牌拥护的影响中发挥中介作用。再次，消费

者可用资源感知发挥调节作用，可用资源稀缺和余闲分别与守护者和领导者英雄形象相匹配，

并分别通过提高消费者的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来增强其绿色品牌拥护。最后，绿色品

牌典型性同样具有调节作用，典型和非典型的绿色品牌分别与守护者和领导者英雄形象相匹

配，并分别通过提高消费者的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而使其产生更高的绿色品牌拥护。

 （二）理论贡献

第一，提出并验证了两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及其影响消费者响应的双重路径，丰富了品牌

英雄形象的理论内涵。“英雄品牌”作为一种新型品牌形象范式，目前学界对其研究较为匮乏。

已有研究既未将“英雄”元素上升至品牌形象战略，也未探讨品牌英雄形象的分类问题（Masters
和Mishra，2019；Merlo等，2023；Cooper等，2023）。本研究基于环保价值的创造模式（吴瑶等，

2017），将绿色品牌的英雄形象划分为品牌单独提供价值的守护者英雄形象和品牌—消费者价

值共创的领导者英雄形象。进一步地，本研究验证了品牌钦佩感和道德需要满足感在绿色品牌

英雄形象与消费者绿色品牌拥护中的中介作用，搭建了绿色品牌形象塑造激发品牌拥护的双

路径关系模型，弥补了以往研究的不足。

第二，识别了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在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消费者品牌拥护之间的调节作

用，拓展了资源感知理论在绿色品牌管理领域的应用。已有研究表明，消费者的可用资源在产

品的广告效果中发挥重要作用（孙瑾和陈晨，2024），而稀缺和余闲的资源状态作为一种新的消

费者特质因素，尚未被广泛应用于品牌管理研究。本研究引入消费者可用资源感知这一个体变

量，证明了守护者和领导者两种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消费者品牌拥护的影响受其可用资源差

异的调节。这一发现不仅扩充了个体特征影响品牌形象效果的文献，还补充了资源感知理论在

品牌管理领域的研究。

第三，从品牌层面发现了绿色品牌典型性在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与消费者品牌拥护之间的

调节作用，拓宽了品牌形象类型的研究边界。已有研究从品牌实力（Mitchell和Balabanis，
2021）、品牌—自我一致性（龚思羽等，2022）等角度探究了不同品牌形象的作用边界，本研究则

从新的视角出发，探讨绿色典型性对不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影响消费者品牌拥护的调节效应，

由此丰富了绿色品牌典型性及品牌形象塑造的有关研究。

 （三）实践启示

首先，品牌应该基于消费者的心理需求战略性地塑造绿色品牌英雄形象，从而有效提高消

费者对品牌的拥护。具体而言，守护者英雄形象通过品牌的独立行动展现出强大的能力和利他

动机，能够显著增强消费者的品牌钦佩感；而领导者英雄形象通过品牌与消费者的共同行动，

让消费者感受到自身的道德价值，从而提高他们的道德需要满足感。因此，营销人员在设计品

牌英雄形象时，应首先明确品牌传播的核心情感目标。

其次，守护者和领导者绿色品牌英雄形象对消费者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应根据消费者的

可用资源状态精准塑造合适的英雄形象。可用资源稀缺的消费者更关注较小成本下的即时满

足，对应着绿色品牌的守护者英雄形象；而可用资源余闲的消费者则更关注社交、自我实现等

高层次需要，对应着绿色品牌的领导者英雄形象。为此，营销人员可恰当选择推广的时间和空

间，从而更好地匹配消费者的可用资源状态。比如，节假日以及高档商场的消费者财务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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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一般更为宽松，可用资源感知倾向于“余闲”；而工作日以及中低档商场的消费者决策往往

更趋理性与紧缩，可用资源感知倾向于“稀缺”。此外，在确定高端或大众产品线的目标顾客时，

也可以同步匹配恰当的英雄形象。

最后，绿色品牌在塑造英雄形象时，应充分考虑品牌自身的绿色典型性。新能源汽车、有机

肥料等行业内绿色品牌较多、绿色典型性更显著的品牌，可以充分发挥自身在环保方面的专业

优势并利用消费者的绿色刻板印象，塑造守护者英雄形象。而燃油汽车、传统化肥等行业内绿

色品牌较少、绿色典型性不够突出但又在布局绿色转型的品牌，则可以借助群体的力量削弱消

费者的绿色怀疑和偏见，塑造领导者英雄形象。

 （四）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本研究还存在一定的局限。其一，本研究虽然从消费者和品牌层面分别探究了绿色品牌英

雄形象作用效果的调节因素，但仍有其他变量值得进一步探索。比如，消费者的绿色自我效能

感（Senbeto，2025）可能会使其偏好不同英雄形象下的品牌绿色行动，而强势和弱势的不同品

牌地位（Bak和Yi，2024）也可能会影响消费者对不同绿色品牌英雄形象的响应。其二，本研究

主要基于虚构的品牌采用实验法对假设进行验证，未来可以通过其他方法针对真实样本进行

分析，如二手数据采集。其三，两个自然场景准实验虽在实际环境开展，但采用的仍是虚拟品牌

且未采集真实的品牌拥护行为数据，对外部效度的提升作用相对有限。未来可进一步设计田野

实验，采用真实品牌并收集绿色品牌拥护的行为数据（如危机维护、品牌推广等），从而为研究

结论提供更充分的真实情境支撑。最后，尽管“守护者”与“领导者”是两种不同的英雄形象，但

品牌可能在不同时段或同一时段的不同行动中混合选择品牌英雄形象，由此引发的消费者的

情感累积或冲突效应，值得进一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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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uardian or a Leader: A Dual-path Model for Different
Hero Images of Green Brands Affecting

Consumer Brand Advocacy

Zhao Chengxiang1,  Guo Rui1,2,3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8, China；

2. Hubei Key Laboratory of Environment and Culture in Yangtze Regions, China University of Geosciences,
Wuhan 430078, China；3. Yangtze River Cultural Institute, Wuhan 430060, China）

Abstract: Crafting a hero image is a critical strategy for green brands to fulfill enviro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and gain external recognition. How can the two types of heroic figures—a guardian and
a leader—better inspire consumers’ advocacy for green brands? And what are the differences in
consumers’ perceptions of these two distinct heroic figures? Through 4 scenario-based experiments and
2 natural scene quasi-experiment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ual mechanism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impact of the Guardian Hero Image (GHI) and the Leader Hero Image (LHI) on green brand
advocacy. The results show that brand admiration and moral need satisfaction serve as dual mediators
between green brand hero images and green brand advocacy. Compared to LHI, GHI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onsumers’ brand admiration; conversely, LHI better satisfies consumers’ moral needs
compared to GHI. Additionally, this paper further investigates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onsumers’
perceived resource availability and green brand typicality. The study advances the theoretical
understanding of brand hero images and provides managerial implications for the strategic design of
hero images in green branding.

Key words:  green brand hero images;  brand admiration;  moral need satisfaction;  perceived
resource availability;  green brand typic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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